分布式领导之中国意义

冯大鸣

摘要：分布式领导思想已对西方的学校领导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中国却并未出现类似的局面，其主因之一，是分布式领导在中国学校领导语境下的意义未获充分揭示。本文试从“学校领导‘分布’的要义”、“分布式领导的核心关注面”、“课程领导力研究的焦点”、“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的侧重点”、“学校领导理论价值体现的中介条件”等方面，来阐释分布式领导的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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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美英等西方国家，分布式领导思想已对学校领导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教育研究学会副会长凯伦·露易丝评论道：“在如今教育领导图景的所有“宏大”理念中，几乎没有比“分布式领导”更为风光的了。…… 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学校系统都在努力发展分布式领导，越来越多的州教育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教育组织正在鼓励学校和学校系统这么去做。”【1】然而，在分布式领导思想被译介到中国的8年间，【2】所引发的回响却十分微弱，由此在中西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导致这种反差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分布式领导在中国学校领导语境下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其简称为“中国意义”）未获充分揭示，确是其中的一个主因。本文试从“学校领导‘分布’的要义”、“分布式领导的核心关注面”、“课程领导力研究的焦点”、“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的侧重点”、“学校领导理论价值体现的中介条件”等方面，来揭示并阐释分布式领导的中国意义。
一、学校领导“分布”的要义
分布式领导的“分布”二字，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领导角色分布和领导权力分配的方向。然而从这一方向去思考和探索，恰恰是几无中国意义的。因为就理念而言，中国的校长和教师对“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以及培育教职员工的“参政议政意识”、“主人翁精神”早已耳熟能详；就权力配置来说，具有校内权力制衡功能的“校长负责制”、“党支部保证监督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制”早已按部就班；就领导角色分布来看，在校长、中层主任和基层组长之外，教师中还有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各种分担一定教学领导职能的教师。西方学者近年津津乐道的教师领导者（teacher leader），不过是泛指“带教教师”、“能手教师”、“项目负责人”、“员工开发者”而已，放到中国的学校中，亦是了无新意的。实际上，在分布式领导思想中，学校领导“分布”的要义不在“领导角色”和“领导权力”的分布，而在于“领导影响”的分布，也即“主要关注的是发生于组织中的（领导）影响来源和影响模式。”【3】理解这一“分布”要义，对认识分布式领导的中国意义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我们知道，西方领导文献中早已出现过的“分享式领导”（或称“协作领导”、“延伸领导”），跟我国的“民主管理”、“集体领导”有一点是十分相似的，那就是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它们假定，若权力集中在校长手中，便存在着种种潜在的危险；若权力分配给更多的人，将会提高领导工作的质量与效果。然而，真实世界里的领导实践并非如此。由于人与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学校与学校的情景各不相同且在变动中，“分享式领导”在一些学校获得成功的同时，却会在另一些学校中遭遇失败，因而许多校长对此类领导理论是不甚信服的，换言之，这种理论的实践指导力是十分微弱的。倘若我们误将“角色”、“权力”视为分布式领导之“分布”要义，那么分布式领导只不过是灌装分享式领导“旧酒”的一个“新瓶”而已。而一旦认识到“分布”的要义在“影响”，研究或实践分布式领导的侧重就落在了影响源、影响模式及影响效果方面。其中所重点关注的，不是权力该不该分布、分布到哪一级、分布给哪个职位，而是哪些影响源对所追求的结果（比如，改进学生的学习成绩）是重要的、哪种分布方式或影响模式对某一结果的追求是有效的，是谁实际上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等等。由此，领导研究的观察对象也随之扩展了。在这里，究竟是采用由上至下的领导还是由下至上的领导，是考虑正式领导还是非正式领导，是强调纵向领导还是横向领导或许都是次要的。至此，我们便能理解英国学者阿尔玛·哈里斯所批评的有关分布式领导的两个误会：“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分布式领导是一好使的主字码（descriptor），是一个能把任何形式的分享领导、协作领导、延伸领导实践都装入其中的‘杂货筐’。……将分布式领导作为自上而下的、层级化领导的对立面，同样也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4】可以说，排除这两个误会，是认识分布式领导之中国意义的基本前提。

二、分布式领导的核心关注面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皮兰在其代表作《走向领导实践的理论：一种分布观》中，提出了以“领导者增量”和“领导实践”（斯皮兰常将“领导实践”和“领导活动”互换使用）为核心关注面的学校领导分布观，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从本质上说，斯皮兰的“领导者增量”并不仅仅在于领导者人数的增加，而更在于更多领导者所产生的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斯皮兰看来，所谓“更大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人多力量大”，而是来自于领导者群体的互惠式互依和彼此间的协同增效。斯皮兰曾举例说：“一项领导活动——确定教学重点——有赖于另一项领导活动的完成——解读学生的考试结果。这就简洁地说明了，对某一特定领导任务的设定，有赖于前一项任务所生产的资源。”【5】在学校领导实践中，“确定教学重点”和“解读学生的考试结果”很可能不是同一个（或同一群）领导者的任务，由此也可理解斯皮兰为何如此重视“互惠式互依和协同增效”了。跟“领导者增量”相比，“领导实践”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突破了领导学界偏重领导行为研究的传统。斯皮兰指出：“领导是领导者所从事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在特定语境下围绕具体的任务与他人互动中发生的。”“领导实践（包括思维和活动）表现在领导任务的执行中，而领导任务的执行是在领导者、下属、情景互动之中或通过三者的互动而发生的。”【6】有鉴于此，领导研究的“恰当的分析单位不是领导者或领导者所做的事情，而是领导活动。”【7】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实践”这一核心关注面的提出，是对传统领导研究逻辑的挑战。我们知道，以往的领导研究经常采用两种“经典”的逻辑路线，一是先将领导理论认定领导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描述转换为一系列领导行为指标（还有次级指标甚至次次级指标），然后通过问卷来检验学校领导行为的“应然”与“实然”间的差距并分析原因，最后按指标提出分项改进措施。二是根据领导理论设定一系列领导行为指标，然后在高绩效学校实施问卷，根据学校领导在不同指标上的得分高低，鉴别不同方面的领导行为对学校绩效影响的大小。无疑，这些领导研究的对象是领导行为，而且是比较笼统的行为。比如像“为学校编制清晰的愿景”、“鼓励教师开展专业学习”、“公平对待每个员工”、“对学生抱有高期望”等等。这种由理论转换而来的领导行为指标，建基于领导行为的“应然”推论，所泛指的问题既不具体，也不清晰，常常不能与学校领导真实情境下的问题相洽切，对学校领导实践者的帮助甚微。斯皮兰自称，他的领导分布观是架设在两个假设之上：“通过考虑领导的任务，领导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领导实践活动被分布于领导者、下属和学校的情景或语境之中。” 【8】在这种领导分布观之下，对领导“影响”的研究就会变得非常具体。比如，某一领导者（或某些领导者）在某一领导任务语境下与某人（或某些人）的互动中能产生影响或高度影响，但很可能在另一任务语境下与某人（或某些人）的互动中却只能产生低影响甚至无影响。显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这就给中国的学校领导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研究者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具体的领导现场，从领导的任务情景出发，才可能鉴别出真实而具体的教学领导研究问题。而解决这类问题的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的。”【9】 

三、学校课程领导力研究的焦点

学校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教会学生学习和改进学生的学习结果（广义的学习结果包含了学业成就和公民素养两大方面）。由于“教会学生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通过“学生的学习结果”来反映，因此国际教育界一般都将改进学生学习视为学校领导的核心任务，西方各国政府也普遍将改进学生学习作为评价学校绩效的中心内容。肯尼斯·利斯伍德等人在2004年完成的一项广泛的文献回顾研究表明，在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诸多学校因素中，领导是仅次于课堂教学的因素。他们甚至以定量研究方法得出结论，在学校影响学生学习因素的总量中，学校领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占到1/4。【10】这一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学校领导在完成学校核心任务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学校领导者致力于教学领导的重要性。在这些认识上，我国政府及教育界跟西方的认识是非常接近的。例如，上海自2007年起就已将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提出了“以学校课程计划为抓手，提升课程规划能力”、“以教学有效性为突破口，提升课程实施能力”、“建立学习型团队，提升课程研究能力”等三个方面的要求。【11】2010年，上海市教委还专门下发了《上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力三年行动计划》，规定了“准确理解课程方案，提升学校课程规划的能力”、“统筹利用课程资源，提升创造性落实课程方案的能力”、“有效进行课程评价，提升课程更新与评估的能力”等学校课程领导力建设的三项主要任务，并将“加强学校课程领导团队建设”作为课程领导力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12】可以说，这里的“课程领导”就是西方的“教学领导”（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或“学习领导”（leadership for learning）在中国教育语境下的表达，两者的目标指向、主要内容十分相近，而其中的“课程领导团队建设”，则更是西方分布式领导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毫无疑问，提升学校的课程领导力需要相关研究力量的支持。不过，这不仅需要研究者投身于此一主题的研究，而且更需要研究者提供切实能转化为学校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分布式领导研究者所揭示的领导研究焦点和研究逻辑问题，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的课程领导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的根本目的，是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并改进学生的学习结果，因此，其研究的焦点当然应该是课程领导对学校教学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是学校领导者做了什么和怎么做。譬如，以学校领导者进课堂听课为例，以“权力”为焦点的研究往往关注领导者是否听课、听课的频率以及课后是否给任课教师建议（是否行使了领导者应该行使的权力），而以“影响”为焦点的研究则会着重研究教师对领导者意见的回应（是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而一旦将目光转向“影响”，所要考察的内容就不同了。比如，教师愿意听取领导者的意见，但并不等于教师一定会采纳这个意见；教师一时不采纳领导者的某项意见，并非意味着领导的这一意见不对教师产生影响，因为这一意见或许会在一段时间后为教师所采纳。也即“权力”可以当场表现，而影响则可能滞后发生。由此，课程领导必须十分关注有可能成为领导影响源的各式人等的领导能力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各校在课程领导上面临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因此笼统的领导行为研究很难给学校课程领导力的提升带来实质性的贡献，而唯有将研究与学校课程领导力建设的具体任务相关联，才可能产生为教育实践者所欢迎的研究成果。

四、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的侧重点

如前所述，分布式领导的“分布”，并不仅仅在于把领导的权力和责任分摊给更多的人，而在于把领导的职能分布到持有不同专长的人群（影响源）之中，以便达到专长互补、协同增效的效果。如果将分布式领导与学习领导或课程领导相联接，最能与校长、主任形成专长互补、协同增效的人群，当首推学校的骨干教师（美英等国称之为“教师领导者”）。可以说当年正是因为西方校长普遍缺乏教学专门知识，才导致了教学领导的失势；之后也正是因为分布式领导的兴起并将各有专长的骨干教师纳入领导者团队的范畴，才使得学习领导在西方得以兴盛。【13】由此可见，骨干教师的加盟是推行分布式领导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骨干教师在专业素养的各个侧面上表现并不十分平衡。总体上看，我国骨干教师一般不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卓越的课堂教学技能、丰富多彩的教学艺术以及富有感召力的人格魅力，但在西方分布式领导研究中被十分看重的一些专业技能上，却还普遍显得薄弱。例如，西方教育界在改进教师教学进而改进学生学业上特别强调“证据为本”（evidence based）的思想。而这里的“证据”，又必须以一定的数据为支撑，也即“证据”本身应当遵循“基于数据”（data based）的要求。如果从“证据为本”和“基于数据”的要求出发，那么，学校在“搜集和分析学业数据”上的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搜集和分析学业数据”一般都不是校长的强项，而他们的骨干教师倒往往拥有“搜集和分析学业数据”的技能。当这方面的领导职能分布到骨干教师之中，就对校长的弱项形成了弥补，于是校长和骨干教师之间就形成了所谓互惠式互依和协同增效的局面。在我国的学校工作实践中，虽然期中或期末考试后的试卷分析、日常的教研组或备课组的专题活动以及骨干教师的听课与评课活动等，都会包含对学生学业问题的鉴别，但这种鉴别一般是凭借教师的经验性估计和推测来完成的，而这种估计和推测的准确性又十分依赖教师的个体经验。这就使学生学业问题的鉴别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骨干教师鉴别学生学业问题的经验难以为教师团队所分享，因为骨干教师的这种经验多半是难以言传的；另一方面，骨干教师因对其他教师的学生不能有深入的了解而难以对其任教班级以外的学生之学业问题加以准确的鉴别。这里的问题是我国骨干教师还缺乏对自己的经验加以概念化的能力，还不能将其个人的经验化为可表述、有结构、可传递、可操作的技能。此外，跟西方国家的骨干教师相比，我国骨干教师的技能弱项可能还包括“利用外部专业资讯和他人科研成果”、“对同伴的工作做出基于数据的分析和评判”、“对自己和他人的课堂教学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等诸多方面。从实施分布式领导的角度考虑，这些弱项都应该成为我国骨干教师未来专业发展的侧重点。

五、学校领导理论价值体现的中介条件

一种领导理论被用于实践时能否体现出积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该理论本身的科学严密，也不仅取决于该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描述和揭示领导工作的规律，而且还取决于将理论付诸于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中介条件。过往的领导研究已经确认了领导者素质、员工素质、组织结构、组织体制、组织文化等中介条件，而在近年的分布式领导研究中，则又鉴别出了一些新的中介条件。例如，分布式领导研究者普遍主张要在领导权责分布的同时着力构建实践共同体或学习共同体，即不是将领导权责分布给一个个互不关联的个体，而是要将权责分布给一个互惠式互依的团队以便达到协同增效的结果。然而安迪·哈格里夫斯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即便将领导的权责分布给一个共同体，也未必就能体现积极的价值，关键在于领导分布的动因取向究竟是建构性的还是解构性的，因为“实践共同体既可以服务于高尚的动因，也可以服务于邪恶的动因。”【14】他们辩护道：“因而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不仅要理解甚或拥护将教育组织当作生命系统、实践共同体或网络式的学习共同体，而且要分辨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才会有更高或更低的效率，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才会对富有伦理性和民主性的、值得拥护的目的形成或多或少的支持。”【15】 在这里，他们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新的中介条件——动因取向。对于中国语境下的学校民主领导实践而言，这一新的中介条件不啻为一份有益的忠告：民主领导并非仅在于它的形式与表象，倘若民主领导的动因取向是解构性的，那么领导的分布也就意味着领导的失控。又如，凯伦·露易丝等研究者鉴别出了分布式领导价值体现的另一新的中介条件——关联性。她们指出，领导的分布须与获得领导权责者的核心主业有充分的关联，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分布式领导的价值。“如果分布式领导被定位成这样一种机会：教师改变学校和课堂状况以使教师能更有效地开展他们主业，那么教师就更容易将分布式领导视为他们的中心工作，而不会将其视为午餐执勤或走廊监管那样的‘附加性’工作。”【16】 凯伦·露易丝等人提出的这一中介条件同样对中国语境下的学校民主领导实践颇具启发意义。比如，当我们的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担任校长助理的机会时，我们就要注意让学生助理的工作与学生的核心主业——学习活动有充分的关联，而尽量不要让学生助理去参与那些远离学生学习生活的“附加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分布式领导研究者所鉴别出的第三个新的中介条件，是领导的程度或难度。新西兰学者维维安·罗宾逊分析道，“设想一下，有一所已有效建立了合作性地回顾评议学生作业的学校。在这样一所学校中，对于一个常规性地收到教师提供的学生作业样本的学科主任来说，他所行使的只是最低程度的领导。现在再来设想一下，有一个获得同样合作程度的学校，不过该校是刚开始建设集体回顾评议学生作业的文化。在这后一所学校中，领导作用的发挥程度就明显要高得多了。”【17】这第三个新的中介条件为我们识辨发生于不同学校的同一领导实践的价值重点提供了帮助。譬如，我国教育界常有这样的误会，认为像伊顿公学之类名校校长，其领导变革的能力一定是最高的，然而牛津大学的詹姆斯·欧肖尼西的研究结果并非如此。欧肖尼西还引述威灵顿公学现任校长安松尼·塞尔顿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最好的独立学校而言，因各种成功元素是如此地深植于它的组织质地之中，因而它的成功几乎可以忽略其校长（的作用）。”【18】因此，名校校长的第一要务在于“保持”而不在“变革”。在塞尔顿看来，“保持型”和“变革型”的领导者都是成功的领导者，因为要在历经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之后仍保持名校当年的传统与精粹绝非易事。所以，看名校的领导，重在看“保持”而不在看其“变革”或“创新”。西方分布式领导研究者所鉴别出的这些中介条件，无论对中国学校分类评估的实施还是对学校领导具体问题的深度分析，都是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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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China’s Context


Feng Dam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lthough the ideas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have made a great impact on school leadership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same landscape doesn’t turn up in China. One of main reasons for such a phenomenon is the significan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China’s school leadership context has not been brought to light thus far.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China’s context 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leadership distribution”, ”the central concern for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research”, “the emphasi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key teachers”, and “the intermediary conditions for value presence of a school leadership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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